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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运营是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当前国内乡村普遍存在多元主体协同失衡、利

益分配冲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现实痛点。本文以共生理论为核心分析工具，融合 IAD 空间治理框架、国企下乡可

持续悖论、可沟通关系、股权合作等多维度理论成果，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维分析体系。实证采用

“三主案例＋片区参照”分层对比设计。以衢州市衢江区盈川村为核心研究对象、柯城谷口村为辅助样本，结合安吉

余村片区、常山共富菌菇片区等浙江案例，梳理多元共生单元互动逻辑，识别偏利共生、共生界面堵塞、规划运营脱

节等共性困境。从主体联结、价值共识、协同治理、数字赋能四维提出从非对称走向对称互惠共生的优化路径。研究

可为浙西乃至长三角丘陵乡村多元主体协同运营、全域共富提供理论框架与可落地实践方案。  

关键词：共生理论；乡村运营；多元主体；共同富裕；新内生发展 

 

0 引言 

乡村振兴迈入可持续运营 2.0 阶段，过去财政收入主导、

“重规划整治、轻运营”的粗放建设模式已难以维持，盘活农

房、耕地、生态与文化等资源，通过多元主体市场化运营实现

自我造血成为核心任务。《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

提出改变单一财政输血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依托市场化

手段盘活乡村存量资源。 

作为“千万工程”发源地，浙江系统性推进乡村运营改革。

截至 2025 年底，全省市场化运营行政村超 1000 个，建成 203

个省级片区共富组团，培育 700 名专业乡村运营经理人，累计

成立 2278 家强村公司，形成国企平台运营、龙头企业带动、村

集体自主、片区联股运营四类运营模式。浙西丘陵乡村毗邻城

市，城乡要素流动频繁，空间兼具生产、生活、文旅功能。政

府、村集体、农户、社会资本多方交织，行政、市场、乡土三

重逻辑持续对冲，极易产生利益博弈、协同断裂等矛盾。衢州

是浙西改革试点，盈川村采取“国资平台+多村联股”模式，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21 年 21 万元增长至 2025 年 106 万元；

谷口村由农业龙头主导，农户仅获取固定地租，属于偏利共生。

省内临安、安吉、常山等地同样存在大量典型案例，具备对比

研究价值。 

现有研究中，谷晓坤等基于 IAD 理论构建三阶段治理体

系，但较少关注市场与村民利益博弈；申明锐团队揭示了国企

下乡的可持续悖论，指出国资运营容易虚化村集体；吴茂英等

构建共生-新内生发展框架，但实证多局限于单一区域，缺少多

层级案例对比[1]。本文采用“核心案例+辅助案例+全省参照案

例”三层实证相结合弥补上述不足。 

1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检索分析显示，乡村运营与共富研究主要聚焦共

生理论、IAD 框架下全链条治理、国企下乡可持续悖论、可沟

通关系与股权合作理论等几个方面，且均已取得一定成果。 

1.1 共生与新内生发展理论 

共生理论将主体互动关系划分为寄生、偏利、非对称互惠、

对称互惠四类形态；新内生发展理论倡导乡村发展应当整合内

部与外部两类主体的力量开展协同建设[2]。村集体与本地农户

是发展根基，政府、外来资本更多承担扶持协调职能，稳定的

共生协作，需要主体联结、价值共识、正式——非正式协同治

理作为支撑条件。 

1.2 IAD 框架下“规划—整治—运营”全链条治理 

依托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近郊乡村空间开发分

为规划、整治、运营三个阶段。规划以自上而下管控为主；整

治兼顾政策目标与本土诉求；运营阶段市场化特征最强，多方

利益交织，也是主体矛盾最容易爆发的环节。 

1.3 国企下乡可持续悖论 

国有平台下乡资金实力雄厚、对接政策便捷，能快速完成

土地整治与基建。但进入市场化运营，该模式容易挤压村集体

的议事与决策空间，造成村集体话语权弱化、资产金融化受限、

长期亏损依赖财政补贴、内生动力萎缩等问题，形成发展可持

续矛盾[3]。 



Socio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社会经济与发展 第 2 卷 第 2 期 2026 年                                          

8 
 

1.4 可沟通关系与股权合作理论 

乡村冲突本质是行政治理逻辑、市场盈利逻辑、乡土人情

自治逻辑三者相互拉扯、形成张力[4]。搭建常态化沟通中介可

化解矛盾；“乡村振兴基金+合作社”股权合作构建激励相容机

制既能守住政府乡村建设的公益属性底线，又可以满足市场主

体合理盈利的诉求，平衡政府公益性与市场收益性，提升各方

参与意愿[5]。 

综上所述，现有实证案例大多聚焦单个村庄开展个案分析，

缺少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禀赋村庄的分层对比。同时多数文献

研究仅单独讨论国企、本土运营或电商单一模式，未构建统一

共生框架对比多类主体组合，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本文

选取多层级、差异化的乡村案例展开对比分析弥补该缺陷[6]。 

2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整合多类理论，构建统一的三维共生分析模型，分层案例

设计，兼顾研究深度与广度；区分四类共生演化形态，针对村

庄短板设计适配路径，由此建立“国资复合/龙头链主”两类模

式对比框架，以适配浙西不同资源禀赋乡村。 

2.1 搭建三维共生分析框架 

共生单元：本土力量（村集体、村民、乡贤新农人）、市

场力量（国有运营平台、农业文旅企业、专业运营团队）、政

府力量（县乡农业、文旅、自然资源职能部门）。 

共生环境：制度、市场、地方乡土文化多层嵌套，三重逻

辑相互约束。 

共生模式：由主体联结、共享价值、“正式+非正式”协同

治理三大机制组成，演化路径：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

共生→对称互惠共生。 

2.2 案例分层设置 

核心案例：衢江区盈川村——“国资平台+多村联股”复合

型共生，农业、文旅双业态，多元主体层级最完整，是本文主

要分析样本。 

辅助对比案例：柯城谷口村——农业龙头企业链主型偏利

共生，用于对照国资模式短板。 

全省片区参照案例：安吉大余村片区、常山菌菇共富片区、

绍兴兴华五村联动片区，验证结论普适性。 

3 多元主体共生模式多层次案例实证分析 

3.1 核心案例：衢江区盈川村——国资控股多村联股复合共生

模式 

盈川村坐落于衢江区高家镇，距离市区 12 公里，留存杨

炯祠、唐代古码头等历史文化资源。改造前古民居闲置、耕地

抛荒，青壮年外流。当地构建“区级国资牵头、多村集体入股、

农户资产折价参与、专业团队运营”模式，同步发展文旅研学、

生态农业。 

3.1.1 共生单元 

本土单元包含联村合作社、入股农户、返乡新农人与乡贤。

全村 102 户农户参与农房收储改造，70 余名村民本地务工；市

场单元为区级两山文旅国资平台与民营文旅运营公司；政府单

元由区农业农村局、文广旅体局、自然资源局、高家镇政府组

成，配套 20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基建。 

3.1.2 IAD 框架下全流程运行 

（1）规划整治阶段 

2021 年项目启动，乡镇统筹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划定管控

红线，国资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此阶段政府和国资主导，

村集体以意见反馈为主。 

（2）运营阶段 

成立国资控股、多村集体参股的运营公司。实行“股金+

租金+薪金”收益模式。（1）农户：农房 60 元 /㎡/年收储，

单户年租金 1.2∼1.8 万元；叠加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部分农户

家庭年增收超 5 万元；（2）村集体：以古建、厂房、耕地折价

入股分红，2025 年经营性收入达 106 万元，较 2021 年 21 万元

增长 404.7%，分红 30%用于村内公共福利，70%留存用于产业

升级；（3）国企、外部企业：国资获取股权分红，文旅企业赚

取经营性服务费与经营分成，双方按约定提取固定比例营收反

哺村庄公共配套维护（详见图 1）。 

 

图 1  收益分配图 

（数据来源：依据浙江在线 2025 年盈川村实地调研数据

整理） 

（3）运营成效量化数据分析 

截至 2025 年末，村庄完成 102 间唐风精品民宿、6 处沿

街特色商铺提升改造，400 亩未来农场建设。累计全年接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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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70 余万人次，入选浙江省闲置农房盘活典型案例、全省“千

万工程”观摩点位。带动本村及周边村落百余名村民就近稳定

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 4.8 万元，较项目实施前涨幅超

40%（详见图 2）。 

 

图 2  盈川村改造前后核心指标对比图 

（数据来源：衢州日报 2026 年 6 月、衢江区政府公开运

营公报） 

3.1.3 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现存短板 

（1）国资持股占比偏高，国资持股超 55%，大额投资、

业态引进、定价等重大决策国资掌握主导权，村集体仅有建议

权，本土发展诉求容易被短期经营目标挤压。 

（2）公益性文旅业态盈利薄弱，研学、古建观光等公益业

态盈利能力弱，收入高度依靠民宿餐饮，对财政补助存在依赖，

财政收紧时文旅板块存在亏损风险，难以实现完全市场化自主

造血。 

（3）老年农户产业参与渠道狭窄，老年农户仅依靠房屋、

土地固定租金增收，无法参与产业分红，和中青年收入差距逐

步拉大。 

（4）数字运营体系不完善，客源以线下为主，缺少统一线

上 IP 与销售平台，数字增值潜力没有释放。 

3.2 辅助对比案例：柯城谷口村——农业龙头链主偏利共生模

式 

谷口村隶属于柯城区九华乡，地处灵鹫山康养片区浅山丘

陵，农耕基础较好，以种植业为主。引入民营农业龙头作为产

业核心，村集体、农户主要负责土地供给与纠纷调解，形成典

型偏利共生格局。 

3.2.1 基础运行机制与量化运营数据 

龙头企业以 800 元/亩/年流转 200 亩耕地，全权负责种苗、

生产、收购销售；村集体不参与经营决策；乡镇政府只发放普

惠农业补贴。企业入驻后耕地实现连片整治，但收益分配失衡。

2025 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2 万元，村内务农就业 42 人，农

户只能拿到固定地租，产业增值大多流向企业（详见图 3）。 

 

图 3  谷口村 2021-2025 年产业运营核心数据统计图 

（数据来源：柯城区九华乡农业服务中心 2025 年乡村产

业台账、衢州日报乡村产业专项调研报道） 

3.2.2 模式缺陷 

企业掌握定价、销售核心资源，农户议价能力弱，收益上

限固定，属于典型偏利共生，本土力量话语权远低于盈川村。

企业主导运营模式的风险大多属于内源性风险，风险焦点集中

于收益分配，需要警惕 “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的现象[7]。 

3.2.3 盈川村、谷口村横向对比 

横向对照来看，谷口村落地快，但本土主体丧失产业话语

权，容易造成内生动力萎缩。盈川村股权绑定模式周期更长，

但增值收益留存在村庄内。股权绑定与完善沟通界面，是乡村

规避偏利共生的关键（详见图 4）。 

 

图 4  盈川村＆谷口村横向对比图 

（数据来源：谷口村数据来源于柯城区九华乡农业服务中

心 2025 年乡村产业台账、衢州日报调研报道；盈川村数据来源

于衢江区政府公开运营公报、衢州日报 2026 年专题报道） 

3.3 参照典型案例 

安吉大余村片区联动 24 个村组建运营平台，依托片区资

源互补，但跨村诉求复杂，协调成本高；常山菌菇共富片区设

立县域共富基金，硬性划定村集体+农户持股底线，建立收益反

哺机制；绍兴兴华五村联动依靠强村公司自主运营，本土话语

权完整，但重资产项目资金缺口大，落地慢。 

3.4 多案例综合共性矛盾归纳（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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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共性矛盾分析表（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共性矛盾 共生界面堵塞 利益分配失衡 规划运营两张皮 数字赋能不均衡 

具 
体 
分 
析 

盈川虽搭建三级中介，但
国资和村集体沟通成本依
旧存在；谷口主要依靠人
情调解，缺少制度化缓冲

渠道。 

谷口属于典型偏利共生；
盈川属于非对称互惠共

生，国资股权占比偏高，
群体收益获取差距明显。 

盈川前期规划和后期运营
需求存在适配差距；谷口
缺少产运一体化系统规
划，产业碎片化。 

盈川文旅线上宣传薄弱；
谷口几乎没有线上产销渠
道，数字赋能没有实现农
业、文旅全链条打通。 

4 共生视角下乡村多元协同共富优化路径 

结合核心案例盈川村主要优缺点，同时吸收谷口以及全省

参照案例经验，可以看出，无论是国资牵头运营，还是龙头企

业主导模式，都会面临沟通不畅、收益分配失衡、规划运营脱

节、数字化建设滞后等难题。推动多元主体从非对称互惠走向

对称互惠共生，可以从疏通沟通渠道、完善分配规则、凝聚价

值共识、数字赋能四个维度落地实施。 

4.1 搭建三级可沟通中介体系，疏通共生界面 

针对乡村矛盾缺少固定对话窗口，有事临时扯皮现象，搭

建三级沟通中介，把矛盾化解在前期，借鉴陪伴式乡建理念，

实现规划、建设、运营、信息平台全流程介入，弥合多元主体

之间信息鸿沟[8]。 

一级乡土中介：村两委、乡贤、村民代表，依托村规民约、

村民议事会处置，收集村民真实诉求，避免小矛盾不断累积；

二级产业中介配齐乡村运营师，充当村民与投资方中间人，双

向传递诉求，降低信息不对称[9]；三级政府中介：建立农业、

文旅、自然资源、乡镇政府月度联席制度。规划、建设、运营

全流程协同协商，破解规划-运营两张皮。 

4.2 刚性股权底线+激励相容分配，平衡多元主体收益 

股权划分不能完全靠各方口头约定，要把规则落到白纸黑

字上。它直接决定村子能不能把产业收益留在本地，防止外来

资本 “赚走大头”[10]。 

通过设置股权硬性底线，国资、社会资本下乡项目，村集

体与农户合计持股应当不低于 30%。大额投资、定价调整等重

大事项，必须经过村集体表决，防止资本一股独大。设置分层

收益：基础租金保障弱劳动力农户、老人收入；股权分红壮大

集体经济；务工岗位保障村民薪金；产业奖励扶持返乡创业；

由此兼顾不同群体。激励相容机制，运营企业每年拿出一部分

经营收益用于村庄环境维护、技能培训、养老福利，避免公共

建设全部依赖财政补贴。 

4.3 融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统一共富价值共识 

正式制度层面，改变单一利润导向考核，将村民增收、集

体资产保值、乡土文化保护纳入国企、入驻企业考核，项目前

期预留产业空间，减少规划运营脱节。 

非正式软治理层面，尊重乡土熟人逻辑，重大项目召开村

民会议，发挥乡贤调解作用。引导外来主体理解乡村公共属性，

调和市场逐利与乡土公共诉求，构建内外共建的共富共识。 

4.4 数字流量赋能共生供需网络，拓宽运营渠道 

打造本土线上宣传矩阵：扶持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做自媒

体，打造村庄 IP。用短视频、直播打通“城里人消费、村里人

增收”的链条，不再单纯依靠线下旅游团[11]；搭建共享数字服

务平台，整合农产品销售、民宿预定，减少信息差；运营信息

数字化公开，项目收支、股权分红、收益分配等对村民公开公

示。以信息公开巩固多方信任。 

5 结论与展望 

整体来说两类运营模式各有长短。盈川国资多村联股模式

资金充足、业态多元，但国资占比过高易削弱本土话语权；谷

口龙头带动模式落地快，但易形成偏利共生，本土难以分享产

业增值；片区案例反映出跨村协调难、股权设计不合理等共性

问题。乡村运营冲突根源在于行政公益、市场盈利、乡土自治

三重逻辑相互冲突。完全依靠外来资本或者本土单打独斗，都

难以实现可持续共富。实现对称互惠共生不能简单复制模板。

要以国资复合运营模式为基础，配齐三级中介、股权底线、软

硬治理、数字赋能，把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动力，真正把收益

留在乡村、给到村民。 

本文的案例样本主要集中在浙西丘陵乡村，浙江东部、南

部山区的乡村资源条件、集体经济基础差异很大，后续的研究

可以拓展更多不同地域的村庄样本。另本研究更多是案例定性

分析，后续还可以做更多量化测算，比如研究不同股权比例设

置、不同沟通机制会对村民增收、集体收益带来多大实际影响，

用数据进一步细化完善乡村运营的实操标准。各地亦可以结合

本村的资金、资源、人口实际情况，灵活挑选适配的运营模式，

走出适合自己的共富道路。 

 

参考文献： 

[1]谷晓坤，李小天，刘静.基于 IAD 理论框架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J]. 人文地理，2023,38 



                                         Socio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社会经济与发展 第 2 卷 第 2 期 2026 年 

11 
 

(03):100-108. 

[2]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上)[J]. 改革，1998(02):100-104.  

[3]豆岚雨，申明锐.乡村规划之后——国企下乡运营的强制通行现象与可持续悖论 [J]. 国际城市规划，2023,38 (04):114-121. 

[4]李祖佩.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J]. 求索，2022 (02):132-139.  

[5]周立，罗建章.股权合作视角下“乡村振兴基金 + 合作社”共建数字农业的运营决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23 

(05):112-124.  

[6]申明锐，张京祥.从乡村建设到乡村运营——政府项目市场托管的成效与困境[J]. 城市规划，2020,44 (07):9-17.  

[7]高强，鞠可心.要素匹配与资本选择：外来资本下乡与村社资源的博弈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2022 (04):71-87..  

[8]潘斌，陈天好，黄晓雯，等.陪伴式乡村规划建设模式与路径研究[J]. 规划师，2022,38 (04):121-126.  

[9]孙克杰，蔡碧凡，孙秦杉.农村职业经理人如何有效赋能乡村运营？——基于浙江省余杭区 15 位农村职业经理人的访谈调研 [J]. 

浙江农业学报，2024,36 (9):2170-2183.  

[10]周立，罗建章.股权合作视角下 “乡村振兴基金 + 合作社”共建数字农业的运营决策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2023 

(05):112-124.  

[11]潘少甫.从乡村达人探析乡村大众化传播与运营[J]. 新闻爱好者,2023(03):92-94. 

作者简介：岳佳敏（2006—），女，汉族，四川省南充市，大学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工程管理。 

通讯作者：余丽燕（1979—），女，汉族，浙江省衢州市，硕士学历，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及工程管理。 

基金项目：衢州学院国家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运营模式及其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611488034）；浙

江省教育厅“十四五”第二批本科省级教学改革备案项目“AI 赋能基于 CDIO 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工程管理专业课程群教学改革

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JGBA2024480）。 

 




